
 

 

环境污染的代价
—饮用水污染对居民医疗费用和医保基金支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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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控制过高的不必要的医疗费用对减轻个人、医疗保险基金和公共财政的医疗支出负担

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 2014 年和 2016 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使用两部模型和反事实框架

考察了饮用水污染对城乡居民医疗费用和医保基金支出负担的影响，结果发现：（1）饮用水污染提

高了城乡居民使用门诊服务和住院服务的概率，并由此增加了门诊和住院费用支出，进而增加了社

会医疗保险基金支出；（2）饮用水污染所导致的医疗费用，在门诊费用和住院费用中分别约占

10% 和 7.5%；（3）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居民，因饮用水污染导致的医疗支出负担更重，城乡贫困居

民因饮用水污染导致的人均门诊费用和住院费用分别相当于非贫困居民的 1.46 倍和 1.34 倍；

（4）2016 年全国城乡居民因饮用水污染所导致的总医疗费用合计约 3 400 亿元，约占当年全国卫生

总费用的 7.4%，社会医疗保险基金因为饮用水污染支出约 1 500 亿元，约占当年医保基金支出的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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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改善生态环境实现全民健康，从而减轻政府和居民的医疗支出负担是健康中国和生态文明

建设等国家重大战略布局提出的时代命题。近年来，中国的医疗费用，无论是总费用，还是政府、

社会医疗保险基金和居民等分项支出的医疗费用均有较大幅度的增长。①尽管中国的社会医疗

保险已经基本实现了全民覆盖，但个人和家庭仍然需要承担较高的自付费用。②可以预见，随着

人口老龄化的日趋严重，中国政府、医保基金和居民的医疗支出负担将日趋沉重。因此，控制不

合理因素导致的医疗费用尤为关键。

收稿日期 ：2019-05-08

基金项目 ：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7YJB011）

作者简介 ：方黎明（1978−），男，湖北咸宁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副教授；

郭　静（1987−），女，河南洛阳人，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研究员；

彭宅文（1982−）（通讯作者），男，湖北郧西人，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讲师。

第 45 卷  第 12 期 财经研究 Vol. 45 No. 12
2019 年 12 月 Journal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Dec. 2019

① 在 2007−2016 年 10 年期间，全国卫生总费用从 11 574 亿元增长到 46 345 亿元，增长了约 4 倍。同期，我国的 GDP 增长了约 2.78 倍，

卫生总费用占同年 GDP 的比重从 4.3% 增长至 6.2%；在卫生总费用中，政府卫生支出、社会卫生支出（主要是医保支出）和个人卫生支出分别

增长了约 5.4 倍、4.9 倍和 2.6 倍。上述数字根据 2017 年《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统计年鉴》第 91 页和第 353 页数据计算。

② 在新农合和城镇居民参保者中，住院患者自付次均住院费用占家庭人均年收入的 30%，约 40% 的住院参保者因医疗费用过高对住院

服务不满意（参见 2013 年《第五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第 125−14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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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环境污染导致的医疗支出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环境污染不仅严重损害了居

民的身心健康（Ebenstein 等，2015；Zhang 等，2017；方黎明和刘贺邦，2019），而且导致了沉重的医

疗成本。有研究揭示，中国二氧化硫排放导致的相关治疗费用超过 3 000 亿元（陈硕和陈婷，

2014）；每年接触的 PM2.5 每增加 1% 将导致中国家庭医疗支出增加 2.94%（Yang 和 Zhang，

2018）；中国农村居民因生活能源消费结构不合理产生的室内空气污染导致的医疗总支出高达

1 000 亿元（方黎明，2019）。然而，国内外现有关于环境污染导致医疗支出的研究主要针对的是

空气污染，而鲜有文献考察水污染对居民医疗支出的影响。

近年来，尽管我国政府在水污染防治上投入了大量资源，但水环境形势仍然十分严峻。第

一，水环境总体形势仍然堪忧。《2017 年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揭示，截至 2017 年，全国地表水

中人体不能直接接触的Ⅳ类和Ⅴ类占比高达 23.8%；劣质Ⅴ类占比 8.3%；全国地下水检测的结

果也表明，水质为较差级和极差级的占比分别为 51.8% 和 14.8%。第二，饮用水水质还有待改

善。尽管自来水已经覆盖了中国城乡大部分居民，《2016 年中国水资源公报》揭示，在监测的集

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即自来水主要水源地，2016 年全年水质合格率在 80% 的水源地约占 80.6%，

这意味着约有 20% 的自来水水源地全年水质合格率不达标；即使在城市地区，生活饮用水水源

也有近 10% 不达标。同时，因为输送管道老化、水塔或蓄水池缺乏维护、家庭内部劣质水管和含

铅水龙头常导致自来水杂质、细菌和铅等超标。第三，农村饮用水安全问题更为严重。在农村集

中供水中，净水工艺简陋、消毒设备不完善且供水设备老化，特别是在农村广泛分布的小型供水

设施基本上都没有水处理和消毒设施，导致农村水质保障程度不高；而且，随着农业面源污染、

生活污水和工业废水的污染日趋严重，即使在水资源相对丰富的南方，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的兴

建过程也出现了难以找到合格水源的现象（张汉松，2017）。

水环境污染导致了沉重的健康负担。针对中国的研究表明，水污染增加了中国农村中老年

居民的健康风险（Wang 和 Yang，2016；王兵和聂欣，2016）；饮用水质量每恶化一个等级（共六等

级）将导致中国居民的消化系统癌症死亡率增加约 9.7%（Ebenstein，2012）；在中国约有 11% 的消

化系统癌症是饮用水中化学污染物所导致的（Zhang 等，2010）。也有一些经济学文献揭示了其他

国家水环境与健康的关系（Currie 等，2013；Alsan 和 Goldin，2019）。但目前鲜有研究进一步分析

水污染对居民医疗支出的影响。已有研究揭示，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群体不仅缺乏环境污染规

避的能力，而且环境污染暴露剂量更高，故他们遭受环境污染的危害更为严重（Banzhaf 等，

2019），但目前鲜有研究进一步揭示他们是否因此承担了更高的医疗支出负担。

本文的基本逻辑是饮用水污染导致城乡居民的健康风险上升，从而增加了城乡居民的医疗

费用开支，并进一步增加了医保基金的支出负担；由于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群体更易遭受饮用水

污染，因而健康受损概率更高，故因饮用水污染导致的医疗费用更高。因此，提升城乡居民饮用

水安全状况，更有利于减轻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群体的医疗支出负担，促进医疗费用负担公平；同

时将减轻医保基金支出负担。从研究主题看，本文拓展了现有文献关于环境污染导致的医疗成

本的研究视域，将现有研究从主要考察空气污染导致的医疗费用，拓展至饮用水污染导致的医

疗费用，并特别关注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群体是否因为饮用水污染承担了更高的医疗支出负担，

且在中英文文献中首次测算了中国饮用水污染导致的总医疗费用。在研究方法上，不同于此前

文献一般使用地市级或流域工业污水排放情况来间接衡量居民水污染的暴露程度，本文使用了

家庭饮用水污染数据，可以直接揭示饮用水污染暴露对不同特征居民的医疗支出的影响的差

异。从政策价值看，本文将为健康中国和生态文明建设等国家重大战略布局提供实证依据。本

文通过对饮用水污染导致的医疗总费用和不同群体归因于饮用水污染的医疗费用的测算，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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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水环境治理、环境扶贫以及环境卫生等领域的政策干预措施提供决策参考。

二、研究方法

σ2
ε

（一）两部模型。在医疗支出影响因素分析中，大量居民的医疗支出为 0，导致样本数据出现

了归并现象，违背了随机误差项需满足正态分布的假设，标准的普通最小二乘回归方法（OLS）也

不适用。为了解决这一问题，Duan（1983）提出了两部模型（Two-part model，2PM）。其中，其一为选

择模型（式（1）），使用 probit 模型估计医疗支出是否发生，即对医疗支出大于 0 的概率进行建模，

这里，Φ（·）是标准正态分布函数，随机扰动项 uit～N（0，1）；其二为支出模型（式（2）），使用 OLS 估

计正向的医疗支出（取自然对数），这里，eit～ N（0， ）。式（2）实际上反映了在医疗支出大于 0 的

条件下，解释变量与医疗支出的条件期望间的关系。两部模型把 0 和正向的医疗支出进行分离，

假设是否就医和医疗支出的决策相互独立，即 Cov（μit，eit）= 0（黄枫和甘犁，2010）。

Pr(yit > 0|Xit) = Φ
(
αWPit +X′itβ+uit

)
（1）

ln(yit|yit > 0) = δWPit +Z′itγ+ eit （2）

X′it Z′it

其中：yit 为城乡居民发生的医疗费用，包括门诊支出、门诊报销支出、住院支出和住院报销支出；

i 为调查对象，t 为调查年份。WPit 是关键变量，是一个虚拟变量，当城乡居民家庭饮用水受污染

时为 1，否则为 0；α 和 δ 是最重要的参数，分别为饮用水污染对城乡居民发生正向医疗费用的概

率和医疗费用支出额的影响。 和 是协变量向量集，含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和社区特征等，根

据文献传统和数据可得性，本文协变量有家庭是否安装自来水、是否是贫困户、收入、教育、社会

地位、吸烟史、社区贫困率、是否有社区诊所或医院、性别、年龄、婚姻、家庭人口和所在省人均

GDP 等。

值得注意的是，本文使用了“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2014 年和 2016 年两期调查数据，该数据

采取轮换样本方式，2016 年仅追踪约一半调查对象；同一调查对象在两年间，家庭饮用水污染情

况基本没有变化；同时，由于水污染对健康的影响具有持续性，水质短期内提升对健康影响不

大。由于在关键解释变量不随时间变化的情况下，难以通过固定效应模型估计其对因变量的影

响（Wooldridge，2013），故我们未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我们进一步比较了随机效应模型与混合模

型的预测值和样本原值的差异，结果表明使用混合模型时医疗费用的预测值的均值与样本原值

的均值更接近。由于本文重点是对饮用水污染导致的医疗费用进行测算，故我们在使用两部模

型的过程中，采用了混合模型方法（包括混合 probit 与混合 OLS）。

在稳健性检验部分，考虑到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本文还使用工具变量法进行了分析，结果

表明，在本文使用的数据中，饮用水污染对医疗支出的影响受内生性严重威胁的可能性较低；针

对饮用水污染并非随机分配的问题，我们使用了匹配法进行了分析，无论是系数大小还是显著

性，也与上述两部模型结果非常接近；此外，我们还放松了是否就医和医疗支出的决策相互独立

的假设，考虑是否就医和医疗支出的决策可能相关的一般情形，运用 Heckman 样本选择模型进

行分析，结果也不能拒绝是否就医和医疗支出额的决策是相互独立的过程的原假设。现有医学

文献也揭示了水污染损害了健康（Landrigan 等，2018），而医疗支出是健康的引致需求（Grossman，

1972），故我们认为家庭饮用水污染对居民医疗支出的因果效应的经济机理非常清晰，直接使用

两部模型法就能揭示饮用水污染与医疗支出的因果关系。

（二）归因于饮用水污染的医疗费用：反事实框架。基于上述饮用水污染与医疗支出因果关

系的认识，本文运用反事实框架来估算归因于饮用水污染的医疗费用。上文公式中系数 α 和

δ 仅反映了饮用水受污染和未受污染的群体在正向医疗费用的发生概率和医疗费用发生额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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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而并非归因于饮用水污染导致的平均处理效应。要获得这一效应，需要分别计算调查对象

在饮用水受污染和未受污染两种状态下的医疗支出情况，两者之差即为归因于饮用水污染带来

的平均处理效应，但无法同时观察到同一调查对象上述两种状态的医疗支出情况。为此，通常需

要构建反事实框架（Counterfactual Framework），即假设现有饮用水受污染的群体的饮用水未受污

染，预测其医疗费用，并将其与饮用水受污染情况下的医疗费用的预测值进行比较，后者与前者

的 差 值 即 为 归 因 于 饮 用 水 污 染 带 来 的 医 疗 支 出 （ medical expenditure attributable towater
pollution）。上述方法广泛应用于医疗费用的归因测算领域。已有文献使用了该方法测算了归因

于肥胖的医疗费用（Qin 和 Pan，2016）和归因于抑郁症状的医疗费用（Hsieh 和 Qin，2018）。

本文的具体计算步骤如下：（1）在通过两部模型估算参数 α 和 δ 后，将医疗费用发生的概率

模型和医疗费用支出模型的拟合值代入式（3），计算出每个调查对象的医疗费用的预测值。其

中：式（3）中第一部分基于式（1）计算医疗费用发生概率的拟合值，第二部分基于式（2）计算医疗

费用的条件期望值，由于医疗费用采用了自然对数的方式，为了获得无偏一致估计，需要基于

Duan（1983）的方法还原为原始测量单位，在本文中即为人民币元；将上述概率拟合值和转换后的

医疗支出条件均值相乘，即可以生成每个调查对象医疗费用的预测值（Cameron 和 Trivedi，
2009）；（2）运用式（4）估算饮用水受污染的城乡居民的医疗费用的反事实期望值，即假设现有饮

用水受污染的居民的饮用水未受污染，再次运用上述方法计算医疗费用的预测值，并运用上述

同样的办法转换为原始测量单位；（3）式（3）和式（4）之差即为饮用水污染导致的医疗费用的期望

值（式（5）），即归因于饮用水污染的医疗费用。

E(yit|WPit,X′it,Z
′
it) = Pr(ŷit > 0|WPit,X′it)×E(ŷit > 0|WPit,Z′it) （3）

E
(
yit|WPit = 0,X′it,Z

′
it

)
= Pr(ŷit > 0|WPit = 0,X′it)×E

(
ŷit > 0|WPit = 0,Z′it

)
（4）

∆E = E(yit|WPit,X′it,Z
′
it)−E(yit|WPit = 0it,X′it,Z

′
it) （5）

三、数据来源和变量测量

（一）数据来源。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山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 2014 年和 2016 年“中国劳动

力动态调查（China Labor-force Dynamics Survey，CLDS）”，CLDS 采用了轮换样本追踪方式，

2016 年数据既包括部分 2014 年访问过的劳动力个体，又包括 2014 年未访问过的新个体，是非平

衡面板数据。该数据的样本覆盖了中国 29 个省市（除港澳台、西藏、海南外），具有较好的全国代

表性，调查对象为 15−64 岁劳动年龄阶段城乡居民以及超过 64 岁但仍然在工作的居民。考虑

到 65 岁以上居民存在样本选择问题，本文选择了处于 15−64 岁的城乡居民；通过数据清理，最

终获得的有效样本量为 40 269 份，其中：2014 年的样本量为 21 309 份，2016 年样本量为 18 960
份，8 033 个城乡居民是追踪调查对象。

（二）主要变量测量。因变量涉及 8 个医疗服务利用指标，包括过去两周是否发生门诊费用

（1=是；0=否）、门诊费用是否得到报销（1=是；0=否）、过去两周门诊费用支出总额（元）、门诊费用

报销额（元）、过去一年是否发生住院费用（1=是；0=否）、住院费用是否得到报销（1=是；0=否）、过

去一年住院费用支出总额（元）以及住院费用报销额（元）。

核心自变量为家庭饮用水是否受污染。CLDS 对家庭饮用水污染状况采取了感官测量的方

法，如果家庭饮用水存在下列情况：包括闻起来有异味、喝起来有异味、颜色异常和有杂质等问

题之一，则认为家庭饮用水受到污染，记为 1，否则为 0。在大规模住户调查中，感官测量方法能

够简便快速地判断家庭饮用水是否遭受污染。尽管该变量并非使用仪器精确测量饮用水污染程

度和具体污染物，但上述情况与饮用水实际污染程度密切相关，而且相对于仪器单次测量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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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误差，感官感受更能整体上反映长期饮用水质量。CLDS 饮用水污染测量方法也与专家提出的

判断家庭饮用水是否受污染的“看”、“闻”和“尝”的方法基本一致（刘桥斌等，2013）。

基于已有医疗费用影响因素的研究文献，本文控制变量包括家庭是否使用自来水、医疗保

险的类型、是否有吸烟史、社会经济地位、人口特征和社区特征。其中，社会经济地位变量包括家

庭人均收入的自然对数、是否是贫困户以及接受教育年数和主观社会阶层指标；人口特征包括

是否有配偶、性别、年龄和家庭规模；社区特征包括社区贫困率（低保户和贫困户占社区总户数

比例）和所在社区是否有医院或诊所，同时控制了省人均 GDP（元）和调查年份。上述控制变量具

体的样本特征及界定，因篇幅所限不予叙述，有兴趣者可向作者索取。

四、结果分析

（一）主要描述统计结果。我国饮用水安全状况堪忧。约有 26.1% 的调查对象认为家庭饮用

水存在污染问题。从饮用水是否受污染的两组居民的医疗服务利用对比看，医疗服务利用的

8 个指标，饮用水受污染的居民均高于饮用水未受污染的居民（见表 1）。可见，饮用水污染可能

不仅增加了城乡居民门诊费用和住院费用支出负担，也增加了医保基金的支出负担。以住院费

用为例，家庭饮用水未受污染的居民的人均住院费用为 796.7 元（包含医疗费用为 0 的居民，下

同），而饮用水受污染的居民人均住院费用为 1 178.1 元，相当于前者的 1.48 倍；无论是在贫困居

民还是在非贫困居民中，饮用水受污染的居民的人均住院支出均显著高于未受污染的居民。其

中，在非贫困家庭中，饮用水受污染的居民的人均住院支出相当于非贫困居民的 1.44 倍，而在贫

困家庭中，这一比值高达 1.60 倍。可见，贫困居民因为饮用水污染承担的住院费用负担更加沉重。
 

表 1    主要变量定义和样本特征

变量含义
全样本 N=40 269 饮用水污染=0 N=30 024 饮用水污染=1 N=10 245

Mean Std. Mean Std. Mean Std.

是否发生门诊费用 0.051 0.219 0.044 0.205 0.070 0.256

是否门诊报销 0.030 0.171 0.027 0.161 0.040 0.196

门诊支出（元） 121.2 2041.9 113.2 1985.8 144.6 2197.9

门诊报销额（元） 50.2 908.7 49.8 966.2 51.3 714.1

是否发生住院费用 0.062 0.242 0.058 0.234 0.075 0.264

是否住院报销 0.062 0.242 0.058 0.234 0.075 0.264

住院支出（元） 893.7 8 212.7 796.7 7 733.5 1 178.1 9 473.2

住院报销额（元） 563.6 6 074.8 4 96.2 5 746.6 761.1 6 944.4

饮用水污染 0.254 0.436 0.000 0.000 1.000 0.000
 
 

（二）模型结果。表 2 基于两部模型考察了饮用水污染对发生门诊费用的概率、门诊费用、发

生住院费用的概率和住院费用的影响。考虑到结果的直观性，对选择概率模型，文章均直接报告

了边际效应。从结果可以看出，饮用水污染增加了城乡居民发生门诊费用和住院费用的概率。

就边际效应而言，相对于饮用水未受污染的居民，饮用水受污染的城乡居民发生门诊费用的概

率增加了 0.018，由于城乡居民过去两周发生门诊费用概率的样本均值为 0.051（见表 1），故因饮

用水污染增加的门诊概率相当于样本均值的 35%（即 0.018/0.051=0.35）。就住院而言，饮用水受

污染导致城乡居民年发生住院费用的概率增加了 0.012，这相当于住院概率样本均值 0.062 的

19%（即 0.012/0.062=0.19）。可见，饮用水污染导致城乡居民发生门诊费用的概率和住院费用的概

率大幅度增加。在发生门诊费用和住院费用的条件下，饮用水是否受污染对医疗费用支出额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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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显著影响。可见，饮用水污染主要是通过增加城乡居民使用门诊服务和住院服务的概率来影

响最终的医疗费用的。

与已有的医疗费用归因测算文献一样（Qin 和 Pan，2016；Hsieh 和 Qin，2018），我们并没有控

制调查对象的健康状况。控制变量并非多多益善，如果把受关键自变量影响的变量纳入模型，会

导致关键自变量的估计偏误（Angrist 和 Pischke，2009）。在表 2 模型中，饮用水污染通过影响健康

状况这个中介因素从而影响医疗支出，如果把健康状况纳入模型，同样会导致无法正确估计出

水污染对医疗费用的影响。实际上，当我们加入自评健康状态（包括非常健康、健康、一般、不健

康、非常不健康 5 种状态）后，在门诊和住院概率模型中，饮用水污染的系数的点估计值分别为

0.012 和 0.005，分别在现有点估计值的基础上下降了 33% 和 58%；但对门诊费用和住院费用支出

额的影响仍然不显著。可见，如果加入自评健康，将造成因饮用水污染导致的门诊概率和住院概

率的严重低估；同时，也揭示了饮用水污染主要是通过影响健康这个中介因素，从而间接影响医

疗支出的。

表 3 进一步考察了饮用水污染对参加社会医疗保险，包括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

民基本医疗保险以及新农合在内的城乡居民的门诊报销费用和住院报销费用的影响，因此表 3
不包括未参加社会医疗保险的城乡居民。与上述总费用模型结果基本一致，饮用水污染不仅显

著增加了门诊费用和住院费用获得报销的概率，而且增加了住院后的住院费用的报销额。就边

际效应而言，饮用水污染导致门诊费用和住院费用获得报销的概率分别增加了 0.011 和 0.014，这

分别相当于门诊报销和住院报销概率的样本均值（见表 1）的 34.7%（即 0.11/0.03）和 22.6%（即

0.014/0.062）。入住医疗机构后，饮用水受污染的城乡居民的住院报销费用比未受污染的家庭高

出 12%。可见，饮用水污染不仅增加了城乡居民发生门诊费用和住院费用的概率，而且增加了门

诊费用和住院费用获得报销的概率以及入住医疗机构后住院报销费用的支出，从而增加了医保

基金支付的负担。
 

表 3    饮用水污染对报销医疗费用的影响

变量
门诊 住院

选择模型 支出模型 选择模型 支出模型

饮用水污染 0.011***（0.002） −0.074（0.111） 0.014***（0.003） 0.120*（0.061）

样本数 34 674 1 108 34 674 2 332

PR2/R2 0.075 0.170 0.049 0.092

　　注：控制变量与表 2 一致，感兴趣读者可向作者索取。
 
 

（三）饮用水污染导致的医疗费用测算。在城乡居民发生的总医疗费用和获得报销的医疗费

用中，因饮用水污染导致的医疗费用有多高？不同特征群体因饮用水污染发生的医疗费用和报

销费用有何差异？在表 4 和表 5 中，我们将分别测算在不同特征群体的医疗费用和获得报销的医

疗费用中，归因于饮用水污染的费用的均值，即归因费用，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测算了上述归因

表 2    饮用水污染对医疗费用的影响

变量
门诊 住院

选择模型 支出模型 选择模型 支出模型

饮用水污染 0.018***（0.002） −0.028（0.080） 0.012***（0.003） 0.085（0.056）

样本数 40 269 2 043 40 269 2 514

PR2/R2 0.105 0.151 0.100 0.105

　　注：（1）控制变量略，有兴趣者可向作者索取；（2）*** p<0.01，** p<0.05，* p<0.1；小括号内为标准误；（3）概率模型均直接报告边际效

应；（4）PR2 为伪拟合优度 pseudo R2；下文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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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占相对应群体的医疗费用的预测值的比例，即为归因比。①总体而言，城乡居民因饮用水污

染导致的医疗费用的归因比，以及饮用水污染导致的报销的医疗费用的归因比都较高，而且，从

不同群体的人均医疗费用的对比看，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群体归因于饮用水污染的费用更高。

表 4    饮用水污染导致的门诊费用

分组
门诊费用（元） 门诊报销费用（元）

预测值 反事实值 归因值 归因比（%） 预测值 反事实值 归因值 归因比（%）

全样本 112.87 101.58 11.29 10.00 59.96 53.97 5.99 9.99

非贫困 107.03 96.28 10.76 10.05 57.67 51.89 5.78 10.02

贫困 161.54 145.81 15.73 9.74 78.44 70.74 7.70 9.82

最低收入组 136.94 123.42 13.52 9.87 70.63 63.51 7.12 10.08

次低收入组 115.93 103.98 11.96 10.31 63.37 56.91 6.46 10.19

中间收入组 111.71 99.96 11.76 10.52 59.88 53.62 6.27 10.46

次高收入组 102.83 92.85 9.97 9.70 55.26 49.89 5.37 9.72

最高收入组 95.08 86.04 9.04 9.51 49.82 45.19 4.63 9.30

教育低 121.54 109.35 12.19 10.03 63.93 57.45 6.47 10.13

教育中 103.87 93.30 10.57 10.18 55.80 50.21 5.59 10.01

教育高 80.72 73.07 7.65 9.48 44.97 40.96 4.02 8.93

无保险 63.24 57.28 5.96 9.42

居保 129.22 116.42 12.80 9.91 57.44 51.61 5.83 10.14

职保 117.03 105.21 11.82 10.10 68.92 62.34 6.57 9.54

商业健康 189.62 171.02 18.60 9.81

无自来水 114.12 102.24 11.88 10.41 63.34 56.99 6.35 10.02

有自来水 112.41 101.33 11.07 9.85 58.68 52.82 5.85 9.98

女性 116.40 104.80 11.59 9.96 60.49 54.37 6.12 10.12

男性 108.89 97.95 10.95 10.06 59.38 53.53 5.84 9.84

18−44 岁 65.98 58.70 7.29 11.04 37.71 33.68 4.04 10.70

45−54 岁 140.25 126.74 13.50 9.63 65.44 59.00 6.44 9.84

55−64 岁 205.39 185.81 19.58 9.53 95.90 86.71 9.19 9.58

农村 111.41 99.85 11.56 10.38 57.30 51.37 5.93 10.35

城市 115.16 104.30 10.87 9.44 64.50 58.40 6.10 9.45
　　注：（1）归因费用=预测值−反事实值，归因比=归因费用/预测值；（2）上述反事实值和预测值均存在显著差异（P<0.05），即饮用水污

染导致的门诊费用在不同特征居民中均具有统计显著性；下同。

表 5    饮用水污染导致的住院费用

分组
住院费用（元） 住院报销费用（元）

预测值 反事实值 归因值 归因比（%） 预测值 反事实值 归因值 归因比（%）

全样本 866.82 802.12 64.69 7.46 568.44 517.91 50.53 8.89

非贫困 838.90 776.49 62.41 7.44 551.23 502.39 48.84 8.86

贫困 1 099.74 1 015.96 83.78 7.62 706.97 642.78 64.18 9.08

最低收入组 1 039.03 961.42 77.61 7.47 695.70 633.57 62.14 8.93

次低收入组 875.08 807.30 67.78 7.75 582.64 529.68 52.95 9.09

中间收入组 842.52 776.09 66.43 7.89 551.06 499.14 51.93 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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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样本结果看，在城乡居民的人均门诊费用中，归因于饮用水污染的费用约为 11.29 元，

在人均报销的门诊费用中，归因于饮用水污染的费用约为 5.99 元，两者的归因比均约为 10%，即

在人均门诊费用和医保基金人均报销的门诊费用中，约有 10% 是由于饮用水污染所导致的。从

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群体对比看，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居民人均归因于饮用水污染的医疗费用更

高。以贫困和非贫困居民为例，在城乡贫困居民的人均门诊费用和人均报销的门诊费用中，归因

于饮用水污染的费用分别为 15.73 元和 7.70 元，而在非贫困居民中分别为 10.76 元和 5.78 元，贫

困居民门诊费用中归因于饮用水污染的人均费用相当于非贫困居民的 1.46 倍。考虑到城乡和

省份之间收入存在较大的差异，本文在分城乡和省的基础上对收入进行五等分，结果同样表明，

随着收入等级的上升，城乡居民的门诊费用和报销的门诊费用中归因于饮用水污染的人均费用

呈现下降趋势。教育也呈现同样的特征，在人均门诊费用中，低教育水平群体归因于饮用水污染

的人均费用更高。如教育水平在初中及以下者，门诊支出中归因于饮用水污染的人均费用为

12.19 元，而大专及以上群体仅为 7.65 元，前者相当于后者的 1.6 倍。从不同医保类型的居民来

看，相对于未参保者，参保者人均门诊费用中归因于饮用水污染的费用相对更高。从是否使用自

来水看，在未使用和使用自来水的城乡居民的人均门诊支出中，归因于饮用水污染的费用分别

为 11.88 元和 11.07 元，归因比均约为 10%，两者相当接近。可见，即使使用自来水，但饮用水受污

染仍然导致了较高的医疗支出。就城乡对比看，农村居民归因于饮用水污染的人均门诊费用和

归因比均高出城市居民，但归因于饮用水污染的获得报销的人均门诊费用则少于城市居民，这

意味农村居民因为饮用水污染遭受的门诊支出负担更重。

从全样本结果看，在城乡居民的人均住院费用和人均报销的住院费用中，归因于饮用水污

染的费用分别约为 60.69 元和 50.53 元，归因比分别约为 7.46% 和 8.89%，即在城乡居民的人均住

院费用和人均报销的住院费用中，分别约有 7.5% 和 9.0% 是由饮用水污染所导致的。从不同社

 

续表 5    饮用水污染导致的住院费用

分组
住院费用（元） 住院报销费用（元）

预测值 反事实值 归因值 归因比（%） 预测值 反事实值 归因值 归因比（%）

次高收入组 814.61 756.36 58.26 7.15 525.89 480.60 45.30 8.61

最高收入组 750.40 698.13 52.27 6.97 478.60 439.16 39.44 8.24

教育低 906.25 837.91 68.34 7.54 599.03 545.19 53.84 8.99

教育中 828.89 765.86 63.03 7.60 531.85 483.95 47.90 9.01

教育高 716.53 668.29 48.25 6.73 458.88 422.02 36.86 8.03

无医保 466.31 433.66 32.65 7.00

职保 1 276.31 1 184.43 91.88 7.20 738.81 675.67 63.13 8.55

居保 833.47 769.92 63.55 7.62 520.34 473.36 46.98 9.03

商保 516.46 475.26 41.20 7.98

无自来水 843.13 777.44 65.69 7.79 546.86 496.46 50.41 9.22

有自来水 875.52 811.19 64.33 7.35 576.68 526.10 50.58 8.77

女性 879.78 814.09 65.69 7.47 579.77 528.04 51.73 8.92

男性 852.23 788.66 63.57 7.46 555.77 506.58 49.19 8.85

15-44 岁 507.07 464.99 42.09 8.30 361.68 326.09 35.59 9.84

45-54 岁 1 072.95 995.81 77.14 7.19 623.30 569.38 53.92 8.65

55-64 岁 1 589.07 1 477.39 111.67 7.03 897.57 822.55 75.02 8.36

农村 794.77 732.79 61.98 7.80 516.35 468.59 47.76 9.25

城市 980.03 911.07 68.96 7.04 657.03 601.78 55.25 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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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经济地位群体对比看，与门诊费用的结果相一致，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居民的人均归因于饮

用水污染的住院费用均相对更高。以贫困和非贫困居民为例，在城乡非贫困居民的人均住院费

用和人均报销的住院费用中，归因于饮用水污染的费用分别约为 62.4 元和 49 元，归因比分别为

7.44% 和 8.86%，而贫困居民分别为 83.78 元和 64 元，归因比分别为 7.62% 和 9.08%；贫困居民人

均归因于饮用水污染的住院费用相当于非贫困居民的 1.34 倍。从收入五等分结果看，随着收入

的增加，在城乡居民人均住院费用和人均报销的住院费用中，归因于饮用水污染的费用也呈现

下 降 趋 势 ， 其 中 ： 最 低 收 入 群 体 上 述 费 用 中 归 因 于 饮 用 水 污 染 的 人 均 费 用 分 别 为 77.6 元 和

62.1 元，而最高收入群体分别约为 52.3 元和 39.4 元，前者分别相当于后者的 1.48 倍和 1.57 倍。

教育也呈现同样的特征，在人均住院费用中，低教育水平群体归因于饮用水污染的人均费用相

对更高。如在教育水平为初中及以下群体的人均住院费用中，归因于饮用水污染的费用约为

68.3 元，而大专及以上高教育群体约为 48.2 元，前者相当于后者的 1.42 倍。从是否使用自来水

看，在未使用和使用自来水的城乡居民的人均住院费用中，归因于饮用水污染的费用分别约为

65.7 元和 64.3 元，归因于饮用水污染的获得报销的住院费用人均都约为 50 元，两个群体相应的

归因比也相当接近。可见，与门诊归因医疗费用的结果相一致，即使使用自来水，但饮用水受污

染仍然导致了较高的住院费用和住院报销支出。就城乡对比看，尽管城市居民归因于饮用水污

染的人均住院支出和人均住院报销费用更高，这可能是因为城市医疗成本更高，但农村居民的

归因比更高，这意味从归因比看，农村居民因饮用水污染承担的医疗支出负担更重。

（四）饮用水污染导致的全国总医疗费用。表 4 和表 5 测算结果表明，尽管不同特征的城乡

居民因为饮用水污染导致的医疗费用的绝对值存在较大差异，但相对值，即归因比相对较为稳

定。鉴于上文估算使用的数据不包括 0−14 岁以及 65 岁以上城乡居民，为了粗略估算我国城乡

全年龄段居民因为饮用水污染导致的医疗费用，下文假设 0−14 岁以及 65 岁以上居民因饮用水

污染导致的医疗费用的归因比与上述全样本归因比一致。表 4 和表 5 结果表明，样本门诊费用

和住院费用分别约有 10.0% 和 7.5% 是由于饮用水污染导致的；2016 年全国门诊总费用和住院

总费用分别为 19 552 亿元和 19 557 亿元，将其与上述归因比相乘，我们就可以粗略估算出全国

城乡居民因为饮用水污染导致的门诊总费用和住院总费用的点估计值分别约为1 955 亿元和

1 459 亿元，两者合计约 3 400 亿元（见表 6）。2016 年全国卫生总费用为 46 344.9亿元，故饮用水

污染导致的医疗总费用约占全国卫生总费用的 7.4%。根据样本数据，城乡参保居民门诊费用和

住院费用补偿比例（报销总费用/医疗总费用）分别为 29.2% 和 60.1%，我国社会医疗保险参保率

95%（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17），据此我们可

以进一步粗略估算出因为饮用水污染导致的

全国门诊报销总费用和住院报销总费用的点

估计值分别约为 542 亿元和 993 亿元，两者合

计约 1 534 亿元，即 2016 年全国医保基金因

为饮用水污染支出高达约 1 500 亿元。2016 年

中国新农合和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合计支

出约 12 130 亿元，①这意味着中国约有 12% 的

医保基金支出（即 1500/12130）是由饮用水污

染所导致的。

表 6    饮用水污染导致的全国医疗总费用

总费用（亿元） 归因总费用（亿元） 报销费用（亿元）

门诊 19 551.64 1 955.16 541.82

住院 19 556.62 1 458.92 992.64

合计 39 108.26 3 414.09 1 534.46
　　注：（1）门诊总费用和住院总费用根据 2017 年《中国卫生和

计划生育统计年鉴》中 2016 年的全国门诊人次数和住院人次数

分别与人均次门诊费用和人均次住院费用相乘所得；（2）归因总

医疗费用=门诊总费用×门诊归因比+住院总费用×住院归因比；

（3）归因报销费用=（门诊总费用×门诊报销归因比×门诊补偿

比+住院总费用×住院报销归因比×住院补偿比）×参保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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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2016 年中国新农合基金支出约 1 363.6 亿元，基本医疗保险支出约 10 767.1 亿元，两者合计约 12 130 亿元，分别来源于 2017 年《中国

卫生与计划生育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并加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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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稳健性检验。针对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非随机性、样本选择和城乡异质性问题，我们分

别采用了工具变量法、匹配法、样本选择模型和城乡分开分析等策略进行了稳健性检验。总体而

言，上文对归因于饮用水污染的医疗费用的分析是可靠的。

1. 可能的内生性问题及其应对。首先，内生性问题可能源于居民医疗支出对饮用水污染存

在反向影响：居民的医疗支出状况可能影响居民饮用水使用决策，如使用纯净水和加装净水设

施等，从而改变了家庭饮用水污染的暴露风险。其次，内生性问题可能源于遗漏变量偏差。为

此，在上文分析中我们控制了社区经济状况和省级人均 GDP，以控制地方经济发展对环境污染

及医疗支出的可能影响；并进一步控制了调查对象的社会经济状况和健康行为等诸多个体特征

以及社区特征。但仍然可能存在一些不可观测的变量，如风险偏好、个人环境健康知识和水污染

规避能力等，这些变量可能同时影响居民饮用水污染的风险暴露剂量和居民的医疗支出状况。

借鉴已有研究（王兵和聂欣，2016），我们将地区历史工业污水排放量作为居民遭受水污染的

工具变量，即引入 2011−2013 年和 2013−2015 年各省年人均工业污水排放量分别作为 2014 年

和 2016 年城乡居民饮用水污染的工具变量。第一，该变量与作为内生变量的家庭饮用水污染变

量强相关：工业污水排放是导致我国水污染的主要原因之一（Ebenstein，2012），工业污水排放通

过影响家庭水污染水平进而影响家庭医疗支出的经济机理是非常清晰的；工具变量的 2SLS 回

归的第一阶段估计结果也显示，在控制协变量的情况下，省年人均污水排放量均在 1% 水平上与

城乡居民饮用水受污染的概率显著正相关，且通过弱工具变量检验。①第二，该变量具有外生性：

人均工业污水排放量使用了过去 3 年的省级层面的平均值，可以认为其外生于居民当前的医疗

消费决策；有研究指出，如果工具变量与原方程的扰动项不相关，则将工具变量引入原方程进行

估计，工具变量的估计系数从理论上讲应该不显著，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佐证工具变量的外生

性（孙圣民和陈强，2017），我们将上述工具变量放入文章涉及的选择模型和支出模型时，该工具

变量均不显著（p>0.10），这进一步佐证了本文使用的工具变量外生于居民当前的医疗消费行为。

使用工具变量法的前提是饮用水污染是内生解释变量。我们将省级多年人均污水排放量

作为工具变量，无论是在选择模型中还是在支出模型中，Durbin-Wu-Hausman（DWH）检验的 p 值

均大于 0.10，即检验结果不能拒绝饮用水污染是外生的原假设。这表明在本文使用的数据中，内

生性问题并不严重。故表 2 和表 3 的分析结果受内生性问题严重影响的可能性较小。

2. 非随机性问题及应对。完全随机化实验是因果效应估计的黄金标准，但社会问题的研究

通常难以达到完全随机的要求。在本文中饮用水是否受污染也不是随机分配的。匹配方法的基

本原理就是针对处理组个体，在控制组中寻找与其特征相似的个体进行匹配，并用控制组个体

的结果来估计处理组个体的反事实结果，匹配后处理组与反事实组的期望值的差异即为处理效

应（Morgan 和 Winship，2015）。我们使用了倾向指数匹配、1∶2 近邻匹配和 aipw 逆概加权三种常

见的匹配方法对饮用水污染对医疗支出的影响再次进行分析。已有学者对上述方法的基本原理

进行了详细介绍（赵西亮，2017）。从选择概率模型结果看，无论是系数大小还是显著程度均与表 2

和表 3 的结果基本一致，以门诊选择概率模型为例，倾向指数法和逆概加权法的系数的点估计值

均为 0.018，与表 3 相同。就费用模型而言，除了针对住院费用使用逆概加权法时具有弱显著性

外 （ p=0.084） ， 其 他 情 况 下 饮 用 水 污 染 对 门 诊 费 用 、 住 院 费 用 、 门 诊 报 销 费 用 均 无 显 著 影 响

（p>0.30），这也与表 2 和表 3 结果基本一致；而在住院报销费用模型中，除了近邻匹配法仅具有边

缘显著性外（p=0.144），在其他两种方法中，饮用水污染均显著增加了住院费用支出（p<0.05），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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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表 3 中饮用水污染对住院报销费用具有弱显著性影响的结果基本一致。可见，表 2 和表 3 的

结果受非随机分配问题的影响较小，这进一步佐证了其结果的稳健性（见表 7）。
 

表 7    匹配法结果

倾向指数匹配 1:2 近邻匹配 aipw 逆概加权

Coef. S. E. p>|z| Coef. S. E. p>|z| Coef. S. E. p>|z|

门诊概率 0.018 0.003 0.003 0.017 0.004 0.000 0.018 0.003 0.000

门诊费用 −0.094 0.102 0.354 0.042 0.099 0.672 −0.037 0.081 0.650

住院概率 0.015 0.004 0.000 0.014 0.004 0.000 0.012 0.003 0.000

住院费用 0.085 0.069 0.219 0.055 0.069 0.427 0.098 0.057 0.084

门诊报销概率 0.012 0.003 0.000 0.008 0.003 0.007 0.013 0.002 0.000

门诊报销费用 −0.064 0.120 0.597 −0.140 0.137 0.307 −0.085 0.109 0.435

住院报销概率 0.011 0.004 0.004 0.017 0.004 0.000 0.014 0.003 0.000

住院报销费用 0.148 0.075 0.048 0.108 0.074 0.144 0.140 0.063 0.027
 
 

使用匹配方法需要满足条件独立性假设，在本文中即为控制一系列可观测协变量后，饮用

水是否遭受污染独立于医疗支出行为。工具变量法估计的结果表明在本文使用的数据中，饮用

水污染的内生性问题并不严重，我们可以认为其基本满足了条件独立性假设。我们还对协变量

进行了平衡性检验，结果表明匹配后绝大部分协变量标准化平均值的差异基本接近 0，方差比接

近 1，这意味着满足了使用匹配法对共同区间的要求。

3. 样本选择、异质性及应对。上文使用两部模型的前提是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是相互独立

的，为了检验上述假设，我们进一步采用 Heckman 样本选择模型分析了饮用水污染对城乡居民

医疗费用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医疗费用及其报销费用模型中，lambda 值均不显著（p>0.5），故我

们不能拒绝上述两部模型中选择模型和支出模型是相互独立的假设，表 2 和表 3 采用的两部模

型是合理的。考虑到中国城乡之间的饮用水污染状况和经济社会发展存在较大差异，饮用水污

染对城乡居民医疗费用的影响机制可能存在较大的异质性，我们进一步分城乡考察了饮用水污

染对医疗费用的影响，结果仍然与表 2 基本一致，在城市和农村饮用水污染均显著增加了发生门

诊和住院费用的概率，仍然对城乡居民门诊费用和住院费用的发生额无显著影响。

五、结论与政策意义

本研究使用微观调查数据，实证考察了饮用水污染对中国城乡居民医疗费用和医保基金支

出负担的影响，并测算了不同特征的城乡居民因为饮用水污染导致的医疗费用支出负担情况，

结果发现：（1）饮用水污染主要是通过增加城乡居民门诊和住院的概率增加了其医疗费用支出；

同时，饮用水污染也增加了城乡居民门诊报销和住院报销费用支出，从而增加了医保基金负担。

（2）在城乡居民的门诊费用和门诊报销费用中，约有 10% 的费用是饮用水污染所导致的；在住院

费用和住院报销费用中，分别约有 7.5% 和 8.9% 的费用是由饮用水污染所导致的。（3）相对于社

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城乡居民，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城乡居民，包括农村、低收入、低教育水平和

贫困家庭承担的因饮用水污染导致的门诊费用和住院费用支出更高。其中：城乡贫困居民因饮

用水污染导致的人均门诊费用和住院费用分别相当于非贫困居民的 1.46 倍和 1.34 倍。（4）

2016 年全国城乡居民因饮用水污染导致的总医疗费用合计约 3 400 亿元，相当于当年全国卫生

总费用的 7%；医保基金因为饮用水污染支出约 1 500 亿元，相当于当年全国医保基金总支出的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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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研究结论具有多重价值。对城乡居民而言，过高的医疗支出是城乡居民贫困风险的主

要来源之一，而由于贫困和低收入居民更容易遭受包括饮用水污染在内的环境污染，环境污染

也使得他们面临着更为沉重的医疗支出负担。国外已有研究揭示，加强水环境治理，改善饮用水

安全能够降低居民的健康风险，而且边缘群体获得了更高的健康回报（Alsan 和 Goldin，2019）。因

此，在中国扶贫过程中，要重视改善城乡居民，尤其是贫困和低收入居民的饮用水安全，加强水环

境治理，并进而加强整个生态环境治理，通过生态文明建设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和精准扶贫，这不

仅有助于巩固我国的扶贫成果，也有助于促进医疗费用负担的公平性，从而有助于推动我国生

态文明、健康中国和精准扶贫等多个战略布局目标的实现。对医保基金和公共财政而言，城乡居

民因饮用水污染导致的医保基金支出负担就高达 1 500 亿；同时，中国政府还承担了新农合、城

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城乡医疗救助等社会保障项目最主要的筹资责任。因此，可以考虑把部

分排污费用和环境税作为专项资金划拨入医保基金中，以缓解医保基金可能出现的债务危机。

对公共卫生和水利部门而言，要加强自来水水源地和自来水输送过程中的污染治理，维护和促

进饮用水安全。

主要参考文献：

陈硕，陈婷. 空气质量与公共健康：以火电厂二氧化硫排放为例[J]. 经济研究，2014，（8）：158−169.[1]

方黎明. 生活能源消费结构对农村家庭医疗支出的影响−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J].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9，（3）：29−36.

[2]

方黎明，刘贺邦. 生活能源、农村居民的健康风险和能源扶贫[J]. 农业技术经济，2019，（7）：115−125.[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中国健康事业的发展与人权进步白皮书[R].北京：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17.[4]

黄枫，甘犁. 过度需求还是有效需求?−城镇老人健康与医疗保险的实证分析[J]. 经济研究，2010，（6）：105−119.[5]

刘桥斌，杨绪军，杨小明，等. 地下水污染真相[N]. 健康时报，2013-02-21（03）.[6]

孙圣民，陈强.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与中国农业增长的再考察−来自面板工具变量法的证据[J]. 经济学（季刊），

2017，16（2）：815−832.

[7]

王兵，聂欣. 经济发展的健康成本：污水排放与农村中老年健康[J]. 金融研究，2016，（3）：59−73.[8]

张汉松. “十三五”时期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现状、问题与对策[J]. 水利发展研究，2017，（11）：57−60.[9]

赵西亮. 基本有用的计量经济学[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77-118.[10]

Alsan  M， Goldin  C.  Watersheds  in  child  mortality： The  role  of  effective  water  and  sewerage  infrastructure，

1880to1920[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2019，127（2）： 586−638.

[11]

Banzhaf S，Ma LL，Timmins C. Environmental justice：The economics of race，place，and pollution[J]. Journal of Eco-

nomic Perspectives，2019，33（1）： 185−208.

[12]

Currie J，Zivin J G，Meckel K，et al. Something in the water：Contaminated drinking water and infant health[J]. Cana-

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2013，46（3）： 791−810.

[13]

Ebenstein A. The consequences of industrialization：Evidence from water pollution and digestive cancers in China[J].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2012，94（1）： 186−201.

[14]

Ebenstein A，Fan M，Greenstone M，et al. Growth，pollution，and life expectancy：China from 1991-2012[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15，105（5）： 226−231.

[15]

Hsieh C R，Qin X Z. Depression hurts，depression costs：The medical spending attributable to depression and depress-

ive symptoms in China[J]. Health Economics，2018，27（3）： 525−544.

[16]

Landrigan  P  J，Fuller  R，Acosta  N  J  R，et  al.  The Lancet Commission  on  pollution  and  health[J]. The  Lancet，2018，[17]

方黎明、郭    静、彭宅文：环境污染的代价

•  57  •

http://dx.doi.org/10.1086/700766
http://dx.doi.org/10.1257/jep.33.1.185
http://dx.doi.org/10.1257/jep.33.1.185
http://dx.doi.org/10.1257/jep.33.1.185
http://dx.doi.org/10.1111/caje.12039
http://dx.doi.org/10.1111/caje.12039
http://dx.doi.org/10.1162/REST_a_00150
http://dx.doi.org/10.1257/aer.p20151094
http://dx.doi.org/10.1257/aer.p20151094
http://dx.doi.org/10.1002/hec.3604
http://dx.doi.org/10.1016/S0140-6736(17)32345-0
http://dx.doi.org/10.1086/700766
http://dx.doi.org/10.1257/jep.33.1.185
http://dx.doi.org/10.1257/jep.33.1.185
http://dx.doi.org/10.1257/jep.33.1.185
http://dx.doi.org/10.1111/caje.12039
http://dx.doi.org/10.1111/caje.12039
http://dx.doi.org/10.1162/REST_a_00150
http://dx.doi.org/10.1257/aer.p20151094
http://dx.doi.org/10.1257/aer.p20151094
http://dx.doi.org/10.1002/hec.3604
http://dx.doi.org/10.1016/S0140-6736(17)32345-0
http://dx.doi.org/10.1086/700766
http://dx.doi.org/10.1257/jep.33.1.185
http://dx.doi.org/10.1257/jep.33.1.185
http://dx.doi.org/10.1257/jep.33.1.185
http://dx.doi.org/10.1111/caje.12039
http://dx.doi.org/10.1111/caje.12039
http://dx.doi.org/10.1162/REST_a_00150
http://dx.doi.org/10.1257/aer.p20151094
http://dx.doi.org/10.1257/aer.p20151094
http://dx.doi.org/10.1002/hec.3604
http://dx.doi.org/10.1016/S0140-6736(17)32345-0
http://dx.doi.org/10.1086/700766
http://dx.doi.org/10.1257/jep.33.1.185
http://dx.doi.org/10.1257/jep.33.1.185
http://dx.doi.org/10.1257/jep.33.1.185
http://dx.doi.org/10.1111/caje.12039
http://dx.doi.org/10.1111/caje.12039
http://dx.doi.org/10.1162/REST_a_00150
http://dx.doi.org/10.1257/aer.p20151094
http://dx.doi.org/10.1257/aer.p20151094
http://dx.doi.org/10.1002/hec.3604
http://dx.doi.org/10.1016/S0140-6736(17)32345-0


391（10119）： 462−512.

Morgan S L，Winship C. Counterfactuals and causal inference：Methods and principles for social research[M]. 2nd ed.

New York，N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5：140-187.

[18]

Qin X Z，Pan J. The medical cost attributable to obesity and overweight in China：Estimation based on longitudinal sur-

veys[J]. Health Economics，2016，25（10）： 1291−1311.

[19]

Wang Q，Yang Z M. Industrial water pollution，water environment treatment，and health risks in China[J]. Environment-

al Pollution，2016，218： 358−365.

[20]

Wooldridge  J  M.  Introductory  econometrics：A modern  approach[M].  5th  ed.  Mason，Ohio：South-Western，Cengage

Learning，2013：495-496.

[21]

Yang  J， Zhang  B.  Air  pollution  and  healthcare  expenditure： Implication  for  the  benefit  of  air  pollution  control  in

China[J]. Environment International，2018，120： 443−455.

[22]

Zhang  JF， Mauzerall  D  L， Zhu  T， et  al.  Environmental  health  in  China： Challenges  to  achieving  clean  air  and  safe

water[J]. The Lancet，2010，375（9720）： 1110−1119.

[23]

Zhang X，Zhang X B，Chen X. Happiness in the air：How does a dirty sky affect mental health and subjective well-be-

ing?[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2017，85： 81−94.

[24]

The Cost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Impact of Drinking
Water Pollution on the Medical Expenditure of Residents

and Medical Insurance Funds

Fang Liming1,  Guo Jing2,  Peng Zhaiwen3

(1. School of Insurance，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Beijing 100029，China;
2. School of Public Health，Peking University，Beijing 100191，China;

3. School of Government，Sun Yat-Sen University，Guangzhou 510275，China)

Summary:  To control medical expenditure is important to residents，medical insurance funds，and pub-

lic finance. Based on China Labor Force Dynamics Survey in 2014 and 2016 in China，with the methods of the

two-part model and the counterfactual framework，the research examines the impact of drinking water pollu-

tion on the medical expenditure of residents，and the spending burden of medical insurance fund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Firstly，drinking water pollution increases the outpatient and inpatient expenditure from resid-

ents，which also increases the outpatient and inpatient reimbursement expenditure. Secondly，drinking water

pollution contributes almost 10% of the outpatient expenditure and 7.5% of the inpatient expenditure. Thirdly，

residents with lower socioeconomic status suffer a heavier burden of medical expenditure due to drinking wa-

ter pollution；the per capita outpatient expenditure and hospitalization expenditure of poor residents due to

drinking water pollution are equivalent to 1.46 times and 1.34 times of non-poor residents，respectively.

Fourthly，in 2016，the medical expenditure contributable to drinking water pollution in China is about 340 bil-

lion yuan，which is equivalent to 7.4% of the total health expenditure this year，and the reimbursement ex-

penditure from medical insurance funds contributable to drinking water pollution is about 150 billion yuan，ac-

counting for about 12% of the expenditure of medical insurance funds.

Key words:  water pollution； medical expenditur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责任编辑  许　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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